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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规范和身份的威胁建构 

——以俄罗斯的艾滋病问题为例 

 
晋继勇 

 

【内容提要】安全化本质上是在主体间对一个公共问题进行威胁建构的过

程。它虽然解释了威胁建构的过程，但是它无法说明在何种情况下公共问题被

成功地建构为威胁，原因在于它将行为体的身份看作是先验给定，并忽视了规

范对行为体的威胁建构的反作用。规范和身份是行为体威胁建构过程的两个重

要变量，对威胁建构的过程产生重要影响。从本世纪初，出现了许多关于艾滋

病问题被安全化的国际规范，俄罗斯的国际和国内身份也在逐渐发生变化。相

关国际规范的出现和俄罗斯身份的变化极大地影响了俄罗斯关于艾滋病的威

胁建构。 

【关键词】规范 身份 威胁建构 艾滋病 

【作者简介】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与和平发展研究中心博士后、国际政治

学博士 

 

前 言 

 

在传统的安全研究中，“安全威胁”一直被局限于外来的军事威胁，因

而安全研究也主要针对于如何有效地运用战略性手段来应对军事冲突和战争

的爆发。然而，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气候变化、疾病传播以及恐怖主义等

非传统议题越来越具有安全含义，因此，“安全”概念的内涵不断扩大。“‘安

全’概念必须包括针对人类生存和福祉的所有重大威胁，而不仅仅是军事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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胁。”①1983 年，美国著名国际政治经济学家理查德·乌尔曼（Richard 

Ullman）明确提出，国家安全以及国际安全概念应予扩大，使之包容非军事

性的全球问题。②尽管一些研究涉及到广义上的安全政策，但是却很少有人对

上述非传统问题被建构为国家安全威胁的原因加以探讨。传统的安全研究充满

浓厚的新现实主义色彩，③无法涵盖非军事和非国家行为体所构成的威胁。新

现实主义还将威胁视为外在于个体认知的客观存在，这就使得关于何种非传统

议题何时成为一种威胁的问题变得毫无意义。“哥本哈根学派”的奥利·维夫

（Ole Wever）和巴里·布赞（Barry Buzan）所提出的“安全化”理论对传

统安全观提出了挑战。安全化理论认为，没有什么是既定的安全，安全是可以

再定义的。如果规范动议者通过“言语行为”表达出某问题是一种“存在性威

胁”， 这种“存在性威胁”意味着有必要使用非常手段去遏制之，如果相关

的 “听众”接受这种说法，并通过主体间建构形成相应的规范，那么这个问

题就被安全化了，或者说成为了一个安全问题。④也就是说，安全化过程本身

也是一个威胁建构的过程。然而，安全化理论虽然解释了一个公共议题被建构

为安全威胁，乃至相关规范被确立的过程，但是却不能解释为什么在当今世界

上出现的许多可能被当作威胁的复杂问题中，仅仅是其中某些问题才成功地被

建构为安全威胁。原因就在于，安全化理论在威胁建构的过程中忽略了规范和

身份对安全化过程的影响。本文计划在梳理相关理论观点的基础上，以俄罗斯

的艾滋病问题的威胁建构为例，对规范和身份在威胁建构中的作用进行层次分

析。 

 

一、安全化过程中的威胁建构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08JZD0021）和中国博士后科

学基金项目（20100471751）阶段成果。 
① David Dewitt, “Common, Comprehensive and Cooperative Security,”The Pacific 
Review,Vol.7,No.1,1994,pp.1-15. 
② Richard Ullman, “Redefining Secu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8, No.1, 1983, pp.129-153. 
③  相关讨论详见 Olav F.Knudsen, “Post-Copenhagen Security Studies: De-securitizing 
Securitization”, Security Dialogue, Vol,32, No.3, 2001, pp. 355-368. 
④ Ole Wever，“The EU as a Sovereign Actor: Reflections from a Pessimistic Constructivist on 
Post-sovereign Security Orders”, in Morten Kelstrup and Michael Williams（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Politics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Power, Security and Community, 
London: Routledge, 2000, p.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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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全研究领域，关于威胁与安全之间的关系研究也比较少。尽管一些

研究涉及到广义上的安全政策，但是却很少有人对某些问题被建构为国家安全

威胁的原因加以探讨。而“哥本哈根”学派的安全化理论将威胁与安全联系了

起来。安全化本质上是一个主体间的威胁建构过程，对“威胁”的建构是某个

公共问题被安全化的核心。在安全化的过程中，威胁建构主要有以下两种步骤。 

（一）“威胁”的话语性建构。谈到话语与政治的关系，亚里士多德曾

指出，人类通过习得和使用话语来达到政治目的。①因此，作为始终处于政治

的优先议程之中的安全问题也与话语密不可分，话语塑造了政治的议程。正如

戴伯拉·斯通（Deborah Stone） 所言，“政策话语中不同的标签会产生不

同的表述和应对方法，在政治学领域，话语很重要”。②一个公共问题之所以

被认为是一种安全问题，首要的一个原因在于该问题被看作是一种安全威胁。

“安全 ”是一种自我参照的实践，在实践中，某个问题成为安全事务，不仅

是因为存在一个真正的“存在性威胁”，而且是因为该问题是作为一种威胁被

提出来的。也就是说话语不仅描述了威胁，而且还建构威胁。通过话语建构的

“存在性威胁”是安全化的一个重要步骤。威胁建构中的话语使得安全化中的 

“非常措施”的使用具有合法性，并且使得一个议题的优先议程地位具有正当

性。这种安全化的话语行为“不仅仅是一个工具理性和话语操纵的范畴”，③而

且还使得采取某种后续行动以解决被安全化的威胁具有必要性和可能性。 

（二）“威胁”的主体间性建构。安全化施动者的话语性建构是成功安

全化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成功的安全化不但由话语的发出者（也即

安全化施动者）决定，而且还要由安全“话语行为”的“听众”决定，即这些

“听众”是否接受该问题对一种共有价值造成“存在性威胁”的说法。一个问

题是否安全事务，并不是由个体独自决定的，因为安全化是由“主体间性”构

成。也就是说，“威胁”还需要主体间性建构。“主体间性”是指安全主体之

                                                        
① Nichola Woods, Describing Discourse: A Practical Guide To Discourse Analysis, London: 
Hodder Education, 2006, p.51. 
② Deborah A. Stone, Policy Paradox and Political Reason,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 USA, 1988, 
p.121. 
③  Williams, Michael, “Words, Images, Enemies: Securit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47, No.4, 2003, p.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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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对某个“存在性威胁”的认同程度。它强调了安全化的实践过程。关于“存

在性威胁”话语的提出只是安全化过程的初始阶段。只有“听众”接受了这种

威胁建构，安全化才能完成。这种“听众”接受相关话语的过程就是“威胁”

的主体间性建构。“对威胁、脆弱性，与安全（不安全）的感觉与其说是存在

或不存在，倒不如说他们是被社会建构而成”。①主体间性建构也是社会建构的

过程。通过对安全化施动者的话语行为形成主体间性认同，各主体改变利益认

知和行为模式。例如，美国通过话语行为将恐怖主义建构为国家安全威胁，成

功地启动了恐怖主义问题安全化，然后国际社会中诸多行为主体通过联合国这

一机制建构了恐怖主义威胁的共同认知，并以在联合国通过一系列反恐决议的

形式确立了相关的国际规范。通过形成恐怖主义威胁的主体间建构，世界各国

将恐怖主义的应对措施纳入到国家安全议程之中。 

 

二、威胁建构中的规范与身份 

 

威胁建构并非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一个公共问题在一些国家被建构

为安全威胁，因此被安全化，而在其他一些国家却并没有被建构为安全威胁；

因安全化而产生的国际规范能很快地在一些国家被内化，而在其他国家却可能

被束之高阁。成员国在威胁建构过程中的国家行为模式之所以各不相同，其中

的一个原因在于各国面临不同的问题解决优先目标，更重要的原因在于，规范

和身份在各国的“威胁建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也就是说，规范和身份是

国家安全语境下威胁建构的两个重要解释变量。因此，有必要分别对这两个变

量在威胁建构过程中的作用加以分析。 

（一）规范与威胁建构。玛莎·费丽莫（Martha Finnemore）认为，规

范是指行为共同体(a community of actors)持有的适当行为的共同预期；②而

卡赞斯坦则认为，规范描述了具有某种身份的行为体对适当行为的一种共同预

期，在某种情形下，规范就像规则一样定义行为体的身份，从而起到“构成效

果(constitutive effects)”,说明何种行为将会导致其他相关行为体作出身份认

                                                        
① [英]巴瑞•布赞等编，朱宁译：《新安全论》, 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 78 页。 
② [美]玛莎·费丽莫著，袁正清译：《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 年，

第 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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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在其他情形下，规范将会作为一种标准，规定已经确定某种身份的行为体

应采取何种适当行为，在这种情况下，规范将起到限制性作用，规定适当行为

的标准。规范可以规定身份，也可以限制行为，或两者兼备。①规范对我们理

解威胁建构过程至关重要。在国际层面，如果某个公共问题被建构为威胁，呈

现出被安全化的趋势，并且出现了相关的国际规范，那么这种规范是否能够在

各成员国得到内化就成为安全化成功的试金石。如果关于该公共问题的国际规

范被行为体内化，那么说明该公共问题被行为体建构为“威胁”。内化分为两

种不同的情况，一是工具内化（instrumental internalization），也即行为

体认为服从规范符合他们的利益，一旦服从规范的代价超出了收益，行为体就

会恢复其原来的行为方式。二是深入内化( deepened internalization),也即

行为体接受规范或身份话语，认同规范的合法性。内化的过程通常遵循一定的

顺序，首先是工具内化阶段，然后是深入内化。然而在实际上，两者之间难以

区分。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都无法判断行为体是否已经真正地内化了某规范。

因此，一般认为，只要有观察到的建构威胁的话语，就可以认为发生了某种形

式的内化。         

规范对于威胁建构的影响在于，规范改变行为体对“威胁”的认知。成

功的安全化包括三个步骤，首先是识别存在性威胁；其次是采取紧急行动；最

后是通过破坏和摆脱自由规则来影响单元间关系。②也就是说，存在性威胁的

认知并不能说明安全化已经完成，安全化必须通过确立新的规范才能实现。如

果存在已经确立的相关的国际规范，那么该规范将会普及到不同的行为体，产

生许多规范的接受者。这些接受者将会改变以往的“威胁”认知，重新建构威

胁。国际规范对行为体的“威胁”认知改变的程度取决于国际规范的以下两个

方面：国际规范的道义基础和国际规范与现实情况的符合度。如果国际规范具

有很高的道义基点，那么行为体可能会基于国际形象的考虑而接受该国际规

范；如果国际规范十分符合行为体的国内现实威胁情况，那么行为体也会容易

接受该规范。总之，规范具有扩散效应，这种规范的扩散将会改变行为者的“威

胁”认知。 

                                                        
① Peter Kazenstein,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6, p.5. 
② [英]巴瑞•布赞等编, 朱宁译：《新安全论》,第 32-3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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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身份与威胁建构。“身份决定利益，利益决定行为”。①要想理解为

什么有些行为体接受了某个关于威胁建构的国际规范而其他行为体却拒绝接

受，还必须明确在国际和国内层面已有哪些主要的身份。也就是说，身份也是

国家的威胁建构（也即安全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解释变量。关于身份在威胁

建构中的作用，可以分为国际身份和国内身份两个层面。 

首先，国际身份影响威胁建构。所谓国际身份，是指一个国家行为体在国

际体系中的自我定位，它也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与主导国际社会的

认同程度”。②它可以分为三种：革命者、维护者和建构者。革命者的身份将会

拒绝接受国际上关于威胁建构的国际规范；维护者将会接受相关的威胁建构；

而建构者将会倡导关于威胁建构的规范。例如，国际社会出现了许多关于恐怖

主义威胁的国际规范，例如安理会通过的反恐决议或宣言等，作为当前国际规

范的维护者，中国就接受了关于恐怖主义威胁建构的国际规范，并在国内将反

恐上升到国家安全议程。 

其次，国内身份影响威胁建构。在国内层面也存在不同的身份。不同的身

份在国内的日常话语中得到建构，表明了社会中不同的“我者”和“他者”。 

“我者”和“他者”的指称表明了不同的集体身份所被赋予的特点。在一国之

内，威胁建构的过程就是主体间关于威胁的共同认知过程。如果一种问题被认

为只对“他者”构成威胁，而不对“我者”构成威胁，那么这种威胁建构就很

难形成主体间认同。国内身份在“我者”和“他者”之间的撕裂将不利于威胁

的主体间建构。 

 

三、关于艾滋病的威胁建构：以俄罗斯为例 

 

俄罗斯的艾滋病疫情“比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传播都快”。③据官方

统计，俄罗斯在 1999 年登记的艾滋病患者为 31000 例，而到 2005 年则飙
                                                        
① [美]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年，

第 27 页。 
② 秦亚青：“国家身份、战略文化和安全利益——关于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的三个假设”，

《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期，第10页。 
③ Susan Peterson, “Epidemic Disease and National Security” Security Studies, Vol.12, No.2, 2002, 
p.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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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到 315000。①有专家认为，实际感染人数可能会高达 80 万和 150 万之间。
②尽管如此，俄罗斯政府在以前却很少关注该问题，以前从未有人在联邦决策

层面将诸如艾滋病这样的卫生问题贴上国家威胁的标签，遑论将其当作一种国

家安全威胁来看待。所以在艾滋病问题应对方面，俄罗斯政府也不太重视。例

如，俄罗斯在 2002 年的艾滋病项目的支出方面仅为 600 万美元，而每年在

维护“库尔斯克号”潜艇方面的开支则高达 1500 万美元。③俄罗斯在 2004

年又成立了一个“关于艾滋病的国家协调委员会（National Coordinating 

Committee on HIV/AIDS）”，但是，由于没有任何总统内阁官员参与，所

以这些机构的权力十分有限。到 2006 年 4 月，当时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却公开

宣称，艾滋病对俄罗斯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并且提出应对这种威胁的指导战

略。此举与俄罗斯政府的前期政策形成鲜明对比。俄罗斯在艾滋病的威胁建构

方面之所以发生如此大的转变，原因就在于规范和身份对俄罗斯关于艾滋病问

题的认知产生重要影响。 

（一）关于艾滋病问题的国际规范影响了俄罗斯对国内艾滋病的威胁认

知。从本世纪初，将艾滋病作为一种安全问题的国际规范话语不断出现。皮

特·辛格（Peter Singer）认为，艾滋病对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造成严重影响。
④普里斯·史密斯（Price-Smith）认为，艾滋病会在国家层面造成政治和经

济不安全，从而带来国内动荡或国家之间的权力失衡，结果导致军事冲突的爆

发。⑤前世界银行行长詹姆斯·沃尔弗森（James D. Wolfensohn）在 2005

年首次由世界银行行长参与的联合国安理会上，宣布了一场“艾滋病战争

（War on AIDS）”。⑥1999 年克林顿政府首次将艾滋病称作对美国国家安

                                                        
① Celeste A.Wallander, “Russian Politics and HIV/AIDS: The Institutional an Leadership Sources 
of an Inadequate Policy”, in Judyth L. Twigg (ed.), HIV/AIDS in Russia and Eurasia.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pp.33-55. 
② Transatlantic Partners Against AIDS, “Key Facts About HIV/AIDS in the Russia Federation”, 
Transatlantic Partners Against AIDS Fact Sheet February 2006, 
http://www.tpaa.net/files/upload/publications/1873.pdf.  
③ Sarah A. Grisin, & Celeste A. Wallander, “Russia’s HIV/AIDS Crisis: Confronting the Present 
and Facing the Future”. Washington, DC: CSIS HIV/AIDS Task Forc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02. 
④ Peter W. Singer, “AIDS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urvival, Vol.44, No.1, Spring 2002, pp. 
145-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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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的一个“存在性威胁”。 在 2000 年，联合国安理会召开了关于艾滋病问题

的专门会议。这次会议在关于艾滋病的规范形成方面具有里程碑意义。正如斯

泰凡·艾比（Stefan Elbe）所言，“安理会有史以来第一次将一个卫生问题

标明为一种国际安全威胁”。①联合国安理会于 2002 年 1 月 10 日专门讨论

了艾滋病对非洲和平与安全、国际安全的影响，成功地启动了艾滋病问题的安

全化。同年 7 月，安理会通过了有关艾滋病的第 1308 号决议，这个决议事实

上导致了有关艾滋病问题安全化国际规范的确立。 

关于艾滋病威胁认知的国际规范极大地影响了俄罗斯对艾滋病威胁的认

知。普京在 2006 年 4 月 20 日国家委员会会议（State Council Presidium）

中强调了艾滋病疫情的范围及其“对国家人口状况的负面影响”，而且还以史

无前例的话语强调了该问题的紧迫性：“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需要我们采取

适当的行动。我们需要的不只是话语，还需要行动，整个俄罗斯社会必须参与

其中”。②这“标志着俄罗斯与艾滋病作斗争的分水岭，艾滋病问题第一次受

到高层的关注，该重要机构的领导最为需要”。③此外，俄罗斯还承诺促进“全

球艾滋病疫苗项目” (Global HIV Vaccine Enterprise),同时还承诺，“通过

建立相应的区域协调机制，将东欧和中亚国家纳入到其活动之中”。④俄罗斯

还将艾滋病应对方面的预算从 2006 年的 31 亿卢布增加到 2007 年的 77 亿。
⑤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UNAIDS)认为普京的行动是一个“开创之举”。俄罗

斯联邦的主要卫生官员基纳迪·奥尼斯申科（Gennadiy Onischenko）认为

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⑥艾滋病问题已经在俄罗斯国家议程中占据了
                                                                                                                                        
Bank President James D. Wolfensohn, 1995-2005.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2005,p.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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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更重要的位置，并被俄罗斯将艾滋病问题纳入八国集团议程之中。 

（二）俄罗斯的国际和国内身份影响了艾滋病方面的威胁建构。关于艾滋

病威胁的国际规范的确立是俄罗斯国内将艾滋病当作一种安全威胁认知的一

个重要条件，但它并不是一个充分条件。在普京的关于艾滋病威胁建构之前，

这种规范就已经存在了六年，这六年中俄罗斯并没有提出任何形式的倡议。因

此，为了探讨俄罗斯国内如何看待作为一种安全问题的艾滋病的国际规范，就

需要分析俄罗斯的国际和国内身份对艾滋病威胁建构所产生的影响。 

首先，俄罗斯国际身份的变化影响了俄罗斯在艾滋病方面的威胁建构。尽

管自从本世纪初就出现了艾滋病问题安全化的国际规范，但是俄罗斯在国内排

斥这种规范。国际身份的变化有助于我们理解这种排斥的原因。根据主流话语，

俄罗斯将自己指称为一个重要的世界大国，是一个主动的规范提供者而非被动

的规范接受者；另外俄罗斯也长期将自己的身份定位于美国的对立面。而美国

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为国际社会在国际安全议题各个方面设定了条件。关于

艾滋病问题安全化的国际规范的形成也主要是受美国的推动。因此，俄罗斯拒

绝接受美国推动的艾滋病方面的国际规范，没有将国内的艾滋病问题建构为一

种安全威胁，这是俄罗斯的一个符合逻辑的结果。例如，据报道，在 2000 年

4 月在波罗的海区域成立的“传染病工作组”（the Task Force on 

Communicable Disease）召开的一个会议上，各代表团讨论了美国中央情

报局所发布的一份关于在俄罗斯、埃塞俄比亚以及印度等国与艾滋病相关的发

展问题。俄罗斯的评论看起来明显反对美国对艾滋病的看法：“俄罗斯的反应

是：‘他们把我们与这些国家相提并论’。还令俄罗斯愤怒的是，来自美国的艾

滋病威胁似乎‘从来不是一个问题’”。① 

然而近年来，俄罗斯在国际身份的建构方面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正如有

文章声称，“今天俄罗斯少有外部的敌人”。②言外之意，俄罗斯的国际身份

是朋友，而非国际社会的异类或对立者。在身份定位方面，俄罗斯不再把自己

看作是美国的对立面，而美国是艾滋病安全化方面国际规范的主要推动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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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俄罗斯也逐渐将艾滋病问题建构为一种安全威胁，内化了艾滋病问题安全

化方面的国际规范。 

其次，俄罗斯国内身份的变化影响了俄罗斯在艾滋病方面的威胁建构。  

在俄罗斯国内，艾滋病患者被认为是异类，被以不同的方式标上了贬义标签。

“艾滋病局限于某些群体”这一观点成为主流。正如俄罗斯医学院血液研究中

心主任安德瑞·沃洛布耶夫（Andrei Vorobyev）所言，“如果捐献者不能表

明他不是一个放荡的人、吸毒者或同性恋者，那么我就无法保证血液的安全”。
①一个关于研发艾滋病疫苗的讨论也反映了这种“我者”与“他者”的明显区

分。②俄罗斯东正教会(the Russian Orthodox Church)宣布，在 2003 年召

开的关于“市民社会在艾滋病预防中的作用”的会议“纵容了犯罪，不可令人

接受”。③在艾滋病方面，“我者”与“他者”之间的身份极化影响了艾滋病威

胁方面的主体间建构。 

然而近来，俄罗斯这种国内身份也发生了稍微的变化。在俄罗斯的“我

者”与作为艾滋病患者的“他者”身份之间的极化正在降低。关于艾滋病的报

道不但在量上与前几年相比有所增加，而且在关注点方面也有所不同。例如俄

罗斯国际新闻通讯社 2005 年报道了一个发生在俄罗斯沃罗涅日州

（Voronezh）的献血丑闻，在那里，一个 11 岁的男孩和一个 21 岁的女孩因

为输血而感染艾滋病。这就说明艾滋病问题得到了公众越来越多的关注。俄罗

斯东正教会也发起倡议，强调对艾滋病感染者的资助和照顾，并且提出了一个

“阻止艾滋病传播的概念”（Concept To Stop the Spread of AIDS）。在

艾滋病方面，“我者”与“他者”之间的身份界限在国内话语中变得日益模

糊，因为任何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简而言之，近年来，无论是在政治话语

还是在社会话语方面都表明，艾滋病问题不再仅仅是对“他者”构成威胁，也

对“我者”构成威胁。艾滋病被俄罗斯日益界定为一种国家问题，所以在艾滋

病问题方面，“我者”和“他者”之间的界限弱化。也就是说，在艾滋病威胁
                                                        
① Skorobogatko, Tatyana, “Donor Blood Pool Shrinks”, Moscow News 8， 
http://english.mn.ru/english/printver.php?2003-8-10. 
② 艾滋病疫苗的人体测试将会局限于那些还没有感染艾滋病的妓女、同性恋者和吸毒者，

因为没有任何普通人愿意接种这种预防艾滋病的疫苗。 
③ Eduardo J.Gomez, “The Politics of Government Response to HIV/AIDS in Russia and Brazil: 
Historical Institutions, Culture, and State Capacity”, Harvard Initiative for Global Health, 
Working Paper no. 4. Boston, MA: Harvard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2006, p.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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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指涉对象方面，他们具有共同的身份，也即一个共同的俄罗斯身份。这种国

内身份的统一促进了艾滋病方面的威胁建构。 

 

四、结 语 

  

安全化本质上是一个通过话语行为而进行的威胁建构过程。“安全化”理

论强调了国家行为体的工具性理性对安全化过程影响，将行为体的身份当作是

安全化过程中的一种先验给定；尽管它也突出了规范的建构过程，但是忽视了

规范在行为体的威胁建构过程中的反作用。实际上，已有规范和行为体的身份

是威胁建构过程中的两个重要变量，行为体身份的变化会影响其威胁建构（也

即安全化）的轨迹。按照安全化的逻辑，俄罗斯在 2006 年开始的艾滋病问题

安全化应该是出于对某种理性评估的收益考量。然而这种解释的说服力较小。

普京在艾滋病问题安全化的威胁建构方面没有任何已知的国际经济利益动机。

与此相反，在 2001 年当世界银行提出捐助 1 亿 5000 万美元以在俄罗斯开展

一个艾滋病预防项目时，俄罗斯政府对此却加以拒绝。可能还有人认为，普京

的这种转变是为了另外一种形式的收益，也就是与人口问题相关的权力。就地

缘政治而言，俄罗斯人口的减少，特别是在远东地区，将会改变俄罗斯人和其

他种族群体的比率。这反过来将会对俄罗斯构成威胁，最终会削弱其权力。然

而多年来，俄罗斯政治精英并没有将俄罗斯人口的下降看作是一种威胁。因此，

单单这一点无法解释为什么俄罗斯在 2006 年将艾滋病问题建构为安全威胁。

由此看来，安全化的逻辑无法充分解释 2006 年俄罗斯将艾滋病建构为威胁的

动因。原因在于安全化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规范和身份对国际行为体的威

胁建构过程的反作用。近年来艾滋病安全化方面国际规范的出现以及俄罗斯国

际和国内身份的变化，成为俄罗斯在艾滋病的威胁建构方面最重要的推动力。 

 
 



primarily aimed at allowing the country to exert an influence on the Alliance 
activities commensurate with its actual contribution. Next, it aims at placing France 
in a position to fully assert itself in the debate on how the Alliance should evolve, at 
a time when the latter confronts the need to redefine its mission (a new strategic 
concept), its framework and perhaps the way in which it functions (decision-making 
process, the role of Europeans). Lastly, this renovation aims at facilitating the 
relaunch of a ESDP, and aims at promoting EU-NATO cooperation. In fact, French 
intentions promote an influence on international stages by returning to NATO. It is 
not sure that French aims succeed. If it does not succeed, France loses its 
independence of foreign policies. 
 
Construction of Threat based on Norms and Identities: the Case of AIDS in 
Russia 
JIN Jiyong 
Securitization basically refers to a process in which a public issue is 
inter-subjectively constructed as threat. It investigates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ng 
threat. However, it doesn’t identify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a public issue is 
constructed as threat because the identities of actors are regarded as something 
given and the counter effect of norms in constructing threat is ignored in 
securitization. Norms and identities are important variables and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reat. A number of norms regarding the securitization of 
AIDS have been established since the beginning of 21 century. Russia’s identity is 
under change domestic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The newly established norms about 
AID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ssia’s identity exert a great influence in Russia’s 
constructing AIDS as threat. 
 


